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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于持续增长固然

重要，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充分利用城市发展（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来发挥人

力资本外部性和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在城市中的互补性，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是于国于民均

至关重要的发展战略。为了实现这一发展战略，中央政府应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实现基础教

育资源可随人口流动而携带，同时，多种渠道增加教育资源总量，促进人口流入地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逐步清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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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虽然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备受争议，但如果将其理解为是否最终缩小了与美国的发展水

平差距，的确有不少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胡永泰等，2012）。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作

为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体，到 2008 年成功“毕业”而成为高收入的，只有 12 个，并且

4 个在东亚(Rozelle, 2015)。对于中国而言，是像东亚近邻一样能够成功毕业，还是像拉美

那样被甩在后面，未来十年就会有答案。 

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要在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嫁接“空间”的因素。经济增长理论

告诉我们，人均 GDP 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人均资本，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人均

资本好理解，而全要素生产率则复杂得多。通常，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取决于教育水平，这是

Rozelle (2015)强调中国要加大对于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投入的原

因。当然，加大投入提升教育水平是重要的，除此之外，在我看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的发

展中大国，其内部城乡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也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面。倘若从

“空间”的视角看中国的教育问题，教育就不再是一个投入和水平的问题，而是包括了在哪

投入和在哪提高教育回报的问题。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等收入国家往往也是城市化率居中的国家，而在中等收入国家中，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落后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大约 10 个百分点(Lu and Wan，2014)。因

此，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却不提高城市化水平，在国际范围内没有先例。同样换空间的角

度来看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每一个省放在欧洲都是一个（甚至几个）国家的尺度。如果

分省来看，2014 年中国已经有 9 个省市（其中 8 个在沿海）的人均 GDP 超过 10000 美元，

也都是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所以，从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来看中国发展，问题的本质

是提高中西部省份的人均 GDP 和居民收入。在这个问题上，一个习惯性的思维误区是，中

西部省份居民提高收入就是他们在家乡提高收入。从全国的空间看去，事实并非如此，中西

部居民提高收入的地点既可以是家乡，也可以是外地，即通过流动到有更高收入的地方来实

现。打破人口流动的障碍，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并让每一个劳动

力自由选择能够最大化自己教育回报的工作和居住地点，这是有效提高欠发达地区居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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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的最优方式。 

从上述“空间”的视角出发，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实现城市化和区域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合理流动。相比之下，在既有的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经济持续增长

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中，空间视角被重视的程度不够。这篇文章尝试弥补这样一个不

足，强调在哪教育和在哪获取教育回报的问题，既对现有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又在行文中

提出缺乏研究的课题。 

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以“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概念为核心，讨论城市与教育

回报的关系。第三部分为“人往高处走”提供一个现代经济学的解释，讨论城市人力资本对

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第四部分讨论那些阻碍了教育投入与产出的空间最优化的障碍。第五部

分是对未来的展望以及本文的政策含义。 

 

二、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与教育回报 

在经济增长里，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是看得见的部分，其余都被归为全要素生产

率。但全要素生产率又是什么？人们会将其为归因为劳动力的质量以及制度。再具体一点，

在发展过程中，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一个问题，教育的回报能否获得提高，又是另一个问

题。给定教育水平，可能教育回报很低，这会进一步地降低教育投资的积极性。 

（一）教育回报的上升：人力资本外部性的重要性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印证了教育回报的不断上升。计划经济时代所有人的工作

都是由国家统一安排，教育回报率被严重的压低(Cai et al.，2008)。不同的研究均显示，从改

革开放起，教育回报率逐年上升。在图 1 中，我们可知，教育回报率在 1978 年仅为-0.642%，

到了 1987年则上升为 3.707%(Fleisher and Wang，2005)；在整个90年代，从1990年的 2.43%，

上升到 1999 年的 8.1%(李实和丁赛，2003)2；2000 年之后，从 2001 年的 6.78%，上升到 2010

年的 8.6%(Gao and Smyth，2012)。我们用 2005 年 1%人口小普查的微观数据，在控制了年

龄、年龄平方、性别、民族和婚姻状况后，发现一年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平均提高工资水平

13.2%(梁文泉和陆铭，2015)。 

 

 
图 1：教育回报率的长期变动趋势 

 

私人教育回报的持续上升体现出教育的确在创造价值。一种直观的理解是，教育回报的

上升原因是计划经济时期对教育回报的压制在市场经济下得到纠正。另一种容易想到的解释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质量得到了改善。而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人

力资本外部性”(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在提高教育回报方面的作用被严重地忽视了。 

“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含义是，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私人收入，还

                                                             
2 类似的，Zhang et al.(2005)发现教育收益率从 1988 年 4.0%增加到 2001 年的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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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知识的外溢性，从而在加总的意义上产生社会回报，即一个人

能够从其他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中获得收益，包括收入提高、犯罪率下降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

如果人力资本外部性很大的话，那么，劳动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或者从教育水平低的城市

流动到教育水平高的城市，就可以获得收入的提高。那么，中国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对收入的

影响有多大呢？根据我和哈佛大学的 Glaeser 的研究发现，通过使用 CHIPS2002 和 2007 的

数据，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提高大约

21.9%(Glaeser and Lu, 2014)。如果换用 2005 年 1%的人口小普查数据，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提升大约 19.6%到 22.7%（梁文泉和陆铭，

2015）。不同的数据估计出来的结果非常接近。这意味着，即使给定教育水平和所有其他个

人特征，只需要将一个人的居住地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他的收入就可以同步提高大

约 20%（以上几个系数估计值的约数）。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原先教育

的私人回报就被高估了，这其中包含了教育的社会回报。 

那么，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力资本外部性在加总的层面对于人均收入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如果做一个非常粗略的估算，在 2014 年末，中国有大约 2.6 亿的跨地区迁移人口，假设其

中都是农村进城人口，考虑到农村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大约比城市低 3 年，再考虑到他们的

劳动参与率大约是 80%，那么，在迁移过程中，这 2.6 亿人口的人均收入提高了大约

48%(=20%·3·80%)。如果未来中国再有 2.6 亿人口进城，大约将使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到

75%(=55%+2.6 亿/13 亿)。即使按 60%的劳动参与率来计算（考虑到现有农村人口中老人和

女性更多），再假设城乡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仍然相差 3 年，这部分人的人均收入将提高

36%(=20%·3·60%)，而这部分人占到全国人口的 20%，他们的人均收入提高将转化成为全国

人口平均收入增长大约 7.2%(=36%·20%)。这个迁移效应大约相当于当前中国一年的人均

GDP 增长率。如果新进城的人口劳动参与率达到 80%，而且相对集中在受教育水平更高的

大城市，使其周围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能够增加 4 年，这部分人的人均收入将提高

64%(=20%·4·80%)，而这部分人占到全国人口的 20%，他们的人均收入提高将转化成为全国

人口平均收入增长大约 14.4%(=64%·20%)，相当于 2 年的人均收入增长。换句话说，在城市

化水平提高到 75%的过程中，仅仅借助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机制，就可以让中国跨越中等收

入水平的时间提前 1-2 年。当然，这个估算非常粗糙，只是为了给读者一个大致的感性认识。 

作为一个正在经历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不

同地区影响教育回报的因素不尽相同，包括私有部门的经济比重、不同程度的经济开放度

（吸引 FDI 的程度）、不同的地域性政策等。更为重要的是，城乡之间和不同城市之间人均

教育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就会使得教育回报在城乡之间和不同城市之间产生差异。邢春冰

（2015）的研究表明，城市的教育回报显著高于农村的教育回报，在城市层面，那些教育程

度更高的大城市有着更高的教育回报。 

邢春冰(Xing, 2015)的研究显示，在 1995 年，每年教育的回报率在不同地区大约一致为

3%-4%。到了 2002 年，广东省以 8.4%的每年教育回报率居全国首位，而湖北和云南的每年

教育回报率最低（约 4.6%-4.7%）。从 2002 年至 2007 年，中西部省份的教育回报率停止增

长并出现下滑的态势（例如安徽和甘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沿海地区的教育回报率持续

攀升，在部分地区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例如北京的教育回报率从 6%上升到 11%，江苏的增

长态势亦是如此。全国的教育回报率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差异化。高等教育回报升水呈现出类

似的态势。可以看出，教育回报主要来自于高等教育阶段，特别的，沿海地区的高等教育回

报成为了该区域教育回报的主体。 

为了进一步反映出教育回报的地区间差异，邢春冰(Xing, 2015)利用 2005 年 1%的人口

小普查数据估计出了所有城市层面的教育回报，估计结果从 5%到 15%，展现出很大的城市

间差异。他发现，总体来说，每年教育回报和城市人口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城市越大教育回



报越高。同时，每年教育回报和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占比正相关，大学生占比越高，教育回报

越高。 

 

（二）高技能者的集聚为什么会使低技能者得益？ 

读者可能会问，难道高技能者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不只是由高技能者自己得到的

吗？这样，城市要发展自己，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或者说，城市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替

代掉低技能劳动者？不是这样的，事实上高、低技能者之间存在着技能互补性 (skill 

complemetarities)，这使得大学生更多的大城市反而需要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那为什么大城

市会促进技能互补？原因可能是以下三点： 

一是劳动力分工。当市场容量增加的时候，会促进劳动力的分工更为细化，劳动力彼此

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不同技能的人在生产过程中位于不同的岗位，相互分工，从而产生互

补性。其实，这就是市场规模促进分工的“斯密定理”。 

二是人力资本外部性。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会提升高技能者周围劳动力的生产率。  

结合以上两点，可以说明存在劳动力分工时，不同技能的人会从事符合各自比较优势的

职业，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高技能者的增加会提高其自身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会促进低技

能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大城市会促进高低技能互补。我们的研究发现，高低技能劳

动力之间的互补性会出现在大企业内部，但大城市的促进效应并未明显强于中小城市(Liang 

and Lu, 2015)，但大城市却的确更可能通过促进企业间和行业间的外部性来促进高低技能互

补（梁文泉和陆铭，2014）。 

三是消费外部性。就业工资的上涨会增加人们从事家务的机会成本。对于高技能劳动

力而言，从事家务的高机会成本会促使其将家务活动外包给从事家政、餐饮等消费型服务

的低技能劳动力。同时，收入水平的提高还会增加其他诸如医疗、艺术、法律等的服务需

求，而它们的从事人员主要是高技能劳动力。大城市会通过外部性、分享和匹配等机制提

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将更多的家务活动外包，同时增加对消费型服

务业的需求，进而会增加消费型服务业的就业量。据估计，城市中每增加 1 个高技能岗

位，就会增加 5 个消费型服务业的岗位，其中 2 个是医疗、艺术、法律等高技能劳动力从

事的岗位，3 个是餐饮、收银员等低技能劳动力从事的岗位(Moretti, 2012)。 

上述技能互补性的存在都使得城市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带动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上涨。我

们用 2005 年 1%的人口小普查微观数据考察城市高技能比例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影响，

结果显示，当城市高技能者（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比例增加 1 个百分点时，高技能者的小时

工资会增加 6.11 个百分点，而低技能者（大学以下学历）的工资会增加 7.17 个百分点，增

幅略大于对高技能者的影响。另外，如果我们将低技能劳动力细分为具有高中学历和大专学

历的中等技能者和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低技能者，同样发现，城市高技能者比例增加对低

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增幅效果最大（梁文泉和陆铭，2015）。 

在高技能者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中，也将带来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表现为城

市规模对于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正效应。通过使用 CHIPS 2002 和 2007 年的个人层面数据，

我们发现，人们在大城市更有机会找到工作。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都在人口规模效应中获益，

而且低技能劳动力在大城市中获得的就业机会更多。相比之下，中等技能人群的就业情况不

会受到显著的影响。因此，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对效率与公平

均有弊处（陆铭等，2012）。此外研究也发现，城市规模对劳动力收入具有正效应：在对收

入进行了消胀后，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城市人口会增加个人实际收入大概 0.082%到 0.143%

（高虹，2014）。 

 

三、人往高处走：城市人力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中国有句古话叫“人往高处走”，这句话的现代经济学含义就是人会向收入更高、就业

机会更多的地方迁移，为此，人们会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小城市迁移到大城市。 

（一）教育促进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迁移 

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教育回报高于农村，因此，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就是提高教育

回报的途径。在一个代表性家户中，教育水平较高的成员在工业和服务业领域有比较优势，

会被派到城市里务工。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点，通过使用 CHIPS2002 数据，在控制了其他

个人、家户、乡村特征等变量后，不同的教育水平对农民工进城有着不同的正效应。如果以

文盲作为参照组，那么具有中学和小学教育水平分别会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概率 7.13%

和 5.25%。而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外出务工的概率提高较低（技校或大专教育水平提高概

率 4.75%，高中教育水平提高 4.9%），当然这可能是由于具有初中以上教育水平的农村劳动

力更易获得城市户口，因此不被计入外出务工人员中(Chen et al., 2014)。 

 

（二）高技能劳动者向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集聚 

高技能劳动者向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集聚是这些城市规模扩张的源动力。由于人力资本

存在外部性，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者获得的学习机会就越多，其劳动生产

率和工资的增长就越快（夏怡然和陆铭，2015）。如图 2 所示，平均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吸

引了更多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几轮人口普查数据均显示，初始

大学生比例更高的城市，在未来大学生比例增长更快。 

图 2 初始大学生比例与大学生比例的增长，2010-2000 

数据来源：根据 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我们利用 2000 和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并借鉴 Berry and Glaeser(2005)的做法来考察

2000 年城市人力资本情况对 2000-2010 年期间的城市人力资本变化情况的影响，结果发现， 

2000 年的城市高技能者比例每增加 1 个百分点，2000-2010 年的高技能者比例会增加 1.3 个

百分点；即使我们控制了 2000 年的城市人口规模、人均 GDP 和产业结构，2000 年的城市

高技能者比例每增加 1 个百分点，2000-2010 年的高技能者比例会增加 1.02 个百分点（梁文



泉和陆铭，2015）。值得一提的是，现有城市的高技能者比例影响后续高技能者比例的现象

在美国同样存在(Berry and Glaeser, 2005)。 

 至此，我们已知城市现有的高技能者比例会影响后续的高技能者比例，但这是经济集聚

的结果，还只是产业转移的结果呢？我们的研究证实，中国城市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差异主要

是来自行业内的差异，而不仅仅是因为不同城市的行业不同（梁文泉和陆铭，2015）。类似

地，Berry and Glaeser(2005)发现美国在 1970-2000 年内城市间人力资本的分流不是行业间差

异带来的，而主要是来自行业内的差异。 

 

（三）城市人力资本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如果高、低技能的劳动力之间存在着技能互补性，那么，高、低技能的劳动力会同时向

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城市集聚。我们利用 2000 和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考察具体情况，

结果发现，2000 年高技能者比例增加 1 个百分点，则在 2000 到 2010 年之间，高技能者比

例显著增加 1.129 个百分点，中等技能劳动力显著减少 1.479 个百分点，则低技能劳动力则

会增加 0.351 个百分点，但不显著，不过系数的 t 值已经大于 1（梁文泉和陆铭，2015）。

类似情况在美国也出现，从 1970 年到 2000 年期间，初期高技能劳动力比例高的城市，在后

续 10 年内高技能劳动力比例增加的同时，低技能劳动力比例也在增加(Berry and Glaeser, 

2005)。 

更为直观地，我们可以在地图上将跨地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画出来，由图 3 可以看

到，虽然总体上人口向东南沿海地区迁移得更多些，但与其说东部吸引了更多的人口迁入，

不如说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吸引了更多人口迁入。 

 

图 3：2010 年人口普查中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 

 

城市人力资本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不是刚刚发生的。我和夏怡然(Lu and Xia, 2015)

最近的研究用明清两代的进士数量构造了中国古代城市级的人力资本，我们发现，在中国历

史上，各个城市的人力资本就有很大的差异。在 1952 年，中国运用行政力量实行高校搬迁，

对城市的人力资本分布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时间推移，城市级的平均受



教育年限和历史上的人力资本越来越相关。 

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获取公共服务也是吸引

劳动力流入的因素。使用 2005 年 1%的人口小普查数据和 220 个市区层面的特征数据，我

们发现，具有更高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好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地区都会吸引劳动

力流入。但是，公共服务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小于工资、就业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因此，

即使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能够促使人口的空间分布适度分散，仍然无法改变劳动力向大城市

集聚的趋势（夏怡然和陆铭，2015）。 

 

四、什么阻碍了教育投入与产出的空间最优化？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实现个人人力资本回报最大化的最佳途径。那么，如何判断个人的

人力资本回报已经实现最大化了呢？在理论上，如果这个“最优化”已经实现了，那么，在

不同的地区之间，同样特征的人的实际收入应该趋同，这就是“空间均衡”的基本思想。反

之，如果各地区之间教育回报存在巨大差异，则意味着高技能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不能充分

地对区域间的需求差异作出反应。 

（一）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均衡”遭遇阻碍 

实际情况是，中国跨地区的“空间均衡”受到了很大的阻碍。邢春冰(Xing, 2015)的研究

发现，在北京、上海、广东，外来高技能职工约占全部高技能人群的三分之一，在 23 个省

份里均有超过 10%的外来高技能职工。该比例远低于低技能职工中的移民占比，特别是在沿

海地区考虑到高技能职工和低技能职工数量的差距，高技能职工中的移民的绝对数量远低于

低技能职工中的移民的绝对数量。从收入差距来看，沿海省份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远远高于中

西部省份，而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来说，不同地区的工资差距要小得多。高虹（2014）进一步

在个体层面考查了城市规模对于收入的影响，不管用生活成本指数还是用房价对于名义收入

进行平减，结果仍然可以发现，在人口规模更大的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更高。而且，相对

来说，收入水平更高的组别中，城市人口规模对于个体实际收入的影响更大。这个结果同样

说明，中国城市间人口流动的“空间均衡”还远为达到，尤其是高教育水平和高收入水平的

人群，这种“空间均衡”没有达到的状况更为明显。 

另一个视角是来看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在不同城市的分布。如果高、低技能的劳动力

之间存在互补性，那么，大城市同时吸引高、低技能的劳动力，而对中等技能的劳动力则吸

引力不大。在美国，大城市具有更高比例的高技能劳动力，但平均技能水平和小城市却相差

无几(Bacolod et al., 2009)，而且大城市间的技能水平具有更大的方差(Gautier and Teulings, 

2009)。Eeckhout et al.(2014)发现，在美国的大城市中具有更高比例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

劳动力，而中等技能劳动力的比例则更低，这充分说明了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 

我们利用 2005 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对比不同城市间的技能分布情况来考察高低技能互

补情况。我们将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群定义为高技能者，大专和高中学历人群定义为中等技

能者，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人群定义为低技能者，然后直接看这三类技能劳动力数量在大小

城市间的对比，具体情况见表 1。我们可以知道大城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9.785 年，而小

城市的为 8.465，二者之间相差 1.32，在 1%下显著。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大城市具有更高比

例的高技能和中等技能劳动者，但低技能劳动力的比例却更低。美国的情况与表 1 的情况相

反，美国的大城市中具有更高比例的高技能者的同时，也具有更高比例的低技能者。 

 

表 1： 大小城市的技能数量比较 

城市规模 高技能者 中技能者 低技能者 人均受教育年限 

小城市(173) 0.0187 0.179 0.803 8.465 



大城市(24) 0.0597 0.276 0.664 9.785 

差值  0.041∗∗∗ 0.097∗∗∗ -0.139∗∗∗ 1.32∗∗∗ 

注：表中的小城市定义为人口小于 100 万的城市，大城市定义为人口大于 250 万的城市，*** p < .01。 

 

如果上述发现都是准确的，那么，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来看，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似乎

受到的更大的阻碍。而从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占比来看，似乎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了阻

碍。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结果怎么会同时出现？在缺乏更深入的研究之前，我认为，在逻辑上

和制度背景上说得通的解释是，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制度障碍，同时，对于

高技能者，他们相互之间的异质性太大，以至于仅用实际收入的地区间差异来判断这类人群

是否已经达到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均衡是不够的。换句话来说，相比于欠发达地区和中小城市

的大学生，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大学生所从事的行业、职业以及不可观察的其他特征给他们

带来的收入更高。 

那么，为什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流动障碍长期以来一直未能消除呢？为什么大

城市始终认为需要控制外来人口规模，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的规模呢？我认为，首先的障碍

来自于知识和认知，我常常把这种原因称为“不明白”。具体来说，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城

市规模会通过人力资本外部性对于收入、就业产生正面的影响，如果人们不知道低技能劳动

者向大城市迁移是因为“技能互补性”带来的需求，同时，又简单地将城市病的产生归结为

人太多3，不知道控制人口流动对本地弊大于利，那么，控制人口流动的政策主张就不足为

怪了。另一种导致劳动力流动障碍的原因是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的本地利益，对人口流动设置

人为的障碍。这种原因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是本地短期利益与长期公共利益之间的

矛盾，这在本质上不是“不明白”，而是“装糊涂”，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解决。  

 

（二）劳动力流动障碍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负面影响 

地方政府有意愿实施吸引高技能人才的政策，但通常不愿意直接为教育进行投资，特别

是不愿意为基础教育投资。原因在于，高技能者在空间上的集聚使地方经济发展受益：如果

直接对教育进行投资，在劳动力频繁的流动过程中，本地的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却可

能在其他地方产生回报，这就产生了人力资本投资跨地区的回报，降低了政府进行人力资本

投资的激励。而我国现行的基础教育经费主要是由县和乡两级政府负担，中央和省一级财政

支出比例过低。而在劳动力流入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地方政府不仅不愿意为流入的低

技能者增加教育投入，反而把对于低技能者随迁子女的教育歧视作为阻碍他们流入的政策。

为此，中国应当改变基础教育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比例过低的现状。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增

加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但在当前的户籍制度和教育财政制度下，城市化也伴随着一些问题，

将对人力资本的长期发展带来危害。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大多数的外来务工人员不能

在他们的务工地享有养老、医疗、公共教育等社会福利。虽然跨地区的人口流动规模庞大，

但初等教育经费主要是由本地户籍儿童的数量决定的，且该经费无法实现跨行政区的流转和

携带。因此，地方政府缺乏激励和财政资源来解决随迁儿童的入学问题。面临子女入学难的

问题，外来务工的父母们有三个处理办法：一是缴纳择校费让子女进入当地公立学校学习，

二是让子女进入私立学校学习，三是将子女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或其他亲戚监护。事实上，由

于前两种途径的成本高昂，大量家长的选择是将孩子留在家乡，造成大量的留守儿童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举家迁移的人口仅占到全部

                                                             
3 事实上，城市病与人口规模不能简单地建立因果关系，城市病在很大程度上是规划、管理和技术的问

题，以城市病为理由来实施控制人口的政策是缺乏理论和实证依据的（陆铭，2015）。 



迁移人口的 20%，但“候鸟迁徙”式的人口流动仍然是转移劳动力务工的主要形式。由于迁

移人口的子女未能在流入地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举家迁移比率始终处于低水平的状况并

伴随着大量的留守儿童问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大约有 6100 万留守儿童，这

些儿童没有跟随父母一起来到外地，而是留在农村上学。Jia et al.(2010)发现，留守儿童的生

活健康状况低于非留守儿童，心理问题而非生理问题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Chang et 

al.(2011)则指出，父母外出务工会增加老人和儿童农活和家务活的任务量，特别是对于老年

妇女和女童的影响较大。Gao et al,(2010)分析发现，留守男童容易有不吃早饭、运动量不足、

网络成瘾、吸烟、自杀幻想、肥胖等问题，而留守女童则易出现甜类饮料摄入过量、沉溺于

电视、吸烟酗酒等问题。2014 年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全国留守儿童群体调查

后发现，留守儿童的成长面临社会、心理等多方面问题，其中在学习成绩、身体状况、心理

健康、生活满意度、行为举止等方面不良问题表现突出，引发了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生活状况

和成长环境的深深关切和担忧。 

对于留守儿童问题，很多人的感性认识是打工的父母对孩子关爱不够，应该鼓励他们回

乡，并且应该加大对于农村教育的投入。给定目前劳动力流动的状态，当然，通过加大农村

教育的财政投入，加强政府和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是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这却不

是根本的办法。鼓励打工的父母回乡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意味着要他们放弃在城市的收入，

与城市化的方向背离。同时，考虑到城市的教育投入有规模经济效应（同样的投入有更多的

产出），城市的教育质量更高，城市的学校围墙外存在着现代社会需要的知识与技能，让留

守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在城市团聚，并在城市接受教育要远远好于让他们的父母回乡，同时让

他们在农村接受教育。 

遗憾的是，如果不改制度，在城市这一端，流动儿童的教育也令人担忧。同样根据第六

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0－17 岁城乡流动儿童规模达 3581 万，这些孩子虽然居住在城市，

但却未能与城市儿童一样获得同等的教育（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临时随迁儿童被录取

入学的可能性远低于本地儿童，随迁不满一年的儿童遇到此类问题的情况尤为严重（梁在和

陈耀波，2006）。随迁儿童入学难的问题在大城市更为严重。一段时间以来，在控制特大城

市人口的政策取向上，北京和上海的户口政策和流动人口政策尤为严格，流动儿童的入学问

题表现出更为严峻的态势。陈媛媛和冯帅章(Chen and Feng, 2013)的研究发现，不能进入公

立学校就读的随迁儿童在语文和数学方面的发展显著低于本地儿童。近些年，很多城市（特

别是一些大城市）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由于城区中心地带住房的刚性供给，很多新来的流

动人口只能住在郊区或者一些刚由郊区转为城区的地段。由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教育经费

是由各个区县的财政提供，而市中心往往是经济更为发达，优质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这就

会出现城市中心区域教育资源充裕，城市偏远地段的公立学校和新建流动子弟学校的教学质

量都是相对较差的，因此，城市内部不同地段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便会体现为随迁儿童教育

条件更差的现象。 

说完孩子的教育，再来看成人的培训。由于农民工通常不被地方政府当作“本地人”，

同时，这个群体的流动性太强，企业也不愿意为其支付培训成本。与此同时，我国的培训供

给在地区间存在差异，从表 2可看到，不管是民办的职业培训机构还是公办的就业训练中心

的数量，中部地区各省的平均值都高于东部地区的各省平均值。中部地区公办的就业训练中

心的数量是东部地区的 1.5 倍。从培训经费上看，东部地区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培训经费

高于中部，但是公办的就业训练中心的经费却低于中部。从培训的人数来看，东部的民办职

业培训机构培训的人数高于中部，但中部的就业训练中心培训的人数却高于东部，加总数量

来看，中部的两类培训机构培训的总人数大于东部。综合上述几个方面，中部地区的培训供

给大于东部，相比之下，西部的培训供给最少。培训需求主要来自完成正规教育的经济活动

人口和农村转移劳动力，根据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经济活动人口还是



流动人口的数量，都是东部最多，其中流动人口的数量东部几乎是中部的两倍。由此推断，

我国的培训供给和需求存在区域上的错位，这种错位主要体现在政府主导的培训供给结构

上。 

表 2  2010 年的培训投入与就业人口的地区差异 

 东部 中部 西部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数量（个） 736.92 779.33 428.70 

经费（亿元） 4.92 1.91 1.73 

培训人数（个） 441474.5 373821.4 289486.4 

就业训练中心    

数量（个） 100.91 150.56 72.70 

经费（亿元） 0.75 0.87 0.31 

培训人数（个） 310718.5 396461.3 119321.1 

经济活动人口数量（人） 31420764 22268284 19977253 

流动人口数量（人） 13949658 5142117 3786410 

  注：表中的数值为各地区内部各省的平均值。 

数据来源：培训的数据来自 2011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经济活动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来自《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和流动人口数量都是长表抽样调查的样本数，与全国样本

的总数不等，但是这个数量不影响我们进行地区间的比较。 

 

（三）劳动力流动障碍对人力资本回报的负面影响 

前面已经说过，城市的发展不仅仅需要高技能劳动力，也同样需要低技能劳动力。不同

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技能互补，高技能劳动力就业量增加的同时，也会增加低技能劳动力的

就业量。如果从生产率和工资来看，高技能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会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

和工资。 

然而中国的户籍制度对落户条件的规定是很严格的，尤其是在大城市。特别地，在北上

广这样的特大城市，只有像大学本科以上的毕业生才有可能落户。这种严苛的户籍制度阻碍

了低技能劳动力自由流动到需求更多、收入水平最高的地方。我们的研究证实，的确在户籍

门槛更高，落户难度更大的城市，相对来说集聚更多的高技能和更少的低技能劳动力（梁文

泉、陆铭，2015）。当相对而言在大城市高技能劳动力偏多，低技能劳动力偏少的情况出现

的时候，会阻碍大城市高、低技能者之间的互补性，而从不利于大城市自身的发展(Liang and 

Lu, 2015)。 

仍然是户籍制度的障碍，影响到了移民群体的教育回报。那些没有本地城市户籍的人难

以进入高端服务行业(Chen et al., 2013)。严善平（2007）利用上海市数据发现，1995 年至 2003

年间上海市本地劳动力和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回报增速不同，外来移民的教育回报被压低了。

严善平（2011）使用上海市数据发现，转移人口在就业市场的份额逐步提升，同时，转移人

口的教育回报也稳步增长。本地和转移劳动力教育回报差距的缩小表明城市就业市场对两种

劳动力整合度的提升。目前对转移劳动力的就业歧视主要是求职和社保方面的制度性歧视。

遗憾的是，近几年来北京和上海对于外来劳动力的制度性排斥又有所加剧。 

再来看培训的回报。由于大量劳动力跨地区就业，因此，他们的培训接受地和就业地是

不同的。陈钊和冯净冰（2015）的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在东部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比在内地

接受职业教育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好的表现。这一结果表明职业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仍

有改善的余地，即更多地投资于东部地区能够提高职业教育的总体效率。 

 



五、展望以及政策含义 

放眼全球，城市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中国若要实现现代化，城市化水平的

持续提高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比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更为重

要的是，形成有效率的城市体系和城市空间布局，这就需要制定正确的城市发展规划，实现

兼顾效率与平等的区域发展模式。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以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地区间自由

流动为前提，形成以大城市和都市圈为带动的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实现经济的集聚发展和地

区经济的有效分工，从而走向城乡间和地区间在人均收入水平，特别是生活质量上的平衡发

展。 

基于上文所述的，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和结构远远不适应人口流动的规模和方向。

因此，本文提出，中国应该在教育投资、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政策调整

与改革。 

（一）中央政府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实现基础教育资源可随人口流动而携带，促进人口

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央财政应统一划拨各地基础教育经费，各地的基础教育经费、校舍、配备教师数等教

育资源应按照常住人口中的适龄儿童数量统一划拨，考虑到教育的规模经济效应，人口密度

低的地区应适当增加人均经费。 

针对劳动力已经大量跨地区流动，农村存在大量留守儿童的现实，中央政府应加大对人

口流出地的教育转移支付力度，尽快实现教育资源可跨地区携带。在人口流入地，应以宪法

和义务教育法为依据，推进流动人口子女在其父母就业地平等享受当地的教育资源。在特大

城市，由于各区县的经济规模和财政状况不同，应加强市财政对各区县教育资源的统筹配

置，实现市域内中心城区和郊区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 

（二）多种渠道增加教育资源总量，促进流动人口子女在父母工作地平等就学 

减少教育资源供求矛盾的正确做法是增加供给，而不是减少需求。第一，在资金筹措上，

采取流动劳动力支付、中央财政转移和地方财政增量投入、社会其他渠道筹措，多方共担的

方式，共同增加教育资源总量。其中，中央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与城市吸纳的外来人口数

量挂钩，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向大型居住区和外来人口集聚区倾斜。第二，在供给方式上，

降低办学的进入门槛，设置合理的办学标准，让各种资金、各种投资主体提供差别化、多层

次的教育服务，借助市场的力量满足不同孩子的需求。第三，只要学校容纳能力允许，对有

入学需求的孩子，除居住证、缴纳社会保障和按居住地就近入学之外，不采取其他限制性条

件。 

（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流动人口的安居乐业，促进其人力资本投资 

当前户籍制度无法适应人口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的需求，为此户籍制度改革应加快

进度，降低门槛，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突破口。为此，对于已经长期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工作的外来常住人口，除就业与社会保障缴纳条件，应取消其他落户限制。应对已在大城市

和特大城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缩短其落户的工作年限要求。教育水平和技术职称门槛不应继

续作为落户标准，促进低技能劳动力在就业所在地落户和融入社会。 

在户籍制度改革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实现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基础

教育上，应允许流动劳动力子女在支付一定费用（包括可携带的中央教育投入）之后进入公

办学校。当地政府的技能教育、培训等投入应覆盖到常住人口，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打下人力

资本基础。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应促进公平就业，提升外来人口获得人力资本投资回报

的预期，加强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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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China can escape middle-income trap depends on its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Although education upgrading is important, as a large country, China should take 

the advantage of cities, especially large cities, to enjoy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and the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labors of different skills. Thus,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can be 

enhanced,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both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Aiming at these goal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basic education investment, make the resources for basic education 

portable across regions, and increase educational resource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as well. At the 

same time, basic public services should be equally provided within cities for migrants, and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gainst migration should be gradually rem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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